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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    要     移动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淡化了工作与家庭间的界限，工作连通行为成为员工常见的工作方式，对其工

作投入产生重要的影响。本研究依据工作要求−资源模型，基于双元视角，探讨主管与下属在工作−家庭中心性

上的一致程度对下属工作投入的影响路径。以 129 名主管和 387 名企业下属为对象，进行问卷调查，多项式回归

和响应面分析的结果表明： (1) 相比于工作−家庭中心性的低−低一致性匹配，高−高一致性匹配情况下，下属更可

能通过增加工作连通行为，进而提升工作投入水平； (2) 与工作−家庭中心性的高−低匹配相比，低−高匹配情况下

下属更可能通过增加工作连通行为，表现出较高水平的工作投入度。本研究突破了以往仅从下属的单一视角分

析工作−家庭中心性影响其工作行为的局限性，研究结果有助于全面理解下属工作投入的前因，丰富了工作−家

庭中心性的相关理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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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1　引言

数字技术驱动下的工作连通行为，使组织成

员能够超越时空处理任务，这已成为一种普遍的

工作方式，并成为近年来学术研究的焦点之一。

工作连通行为是指“个体利用移动电子设备及相

关应用软件在非工作时间参与工作或与同事保持

联系的行为”(Richardson & Benbunan-Fich, 2011)。
工作−家庭中心性作为一种稳定的内在价值判断

(指向个体对工作与家庭角色的重要性排序)，直接

影响着其工作连通行为的表现特征，并决定了个

体在面对工作与家庭事务时的优先级选择 (Carr
et al., 2008)。与家庭中心取向相比，工作中心取向

的员工做出工作连通行为的时长和频率均更高 (张
晓翔  等 , 2013)，工作投入水平也较高 (王晓庄  等 ,
2016)。研究还表明，工作连通行为可通过双重路

径影响员工的工作投入：其一是通过提升工作自

主性产生促进效应；其二则是因增加角色压力而

带来抑制效应 (赵玉田, 王玉业, 2022)。然而，现有

研究多局限于个体层面的独立分析，没有充分考虑

组织中主管与下属互动的影响。鉴于组织中主管与

下属互动具有高频性和持续性特征，双方工作−家
庭中心性的匹配如何影响下属的工作连通行为及工

作投入水平，尚待深入探讨。基于此，本研究拟依

据工作要求−资源模型 (job demands-resources model,
JD-R)，系统考察主管与下属工作−家庭中心性一致

性对下属工作投入的影响机制及差异化表现。

根据 JD-R 理论，影响工作压力的因素包括工

作资源与工作要求两类。工作资源不仅能缓冲工

作要求的消极影响，还能促进工作投入水平的提

高 (Bakker et al., 2005)。对社会角色重要性的认知

差异，直接决定着个体的资源分配策略。具体表

现为，被赋予更高价值的角色 (无论是工作还是家

庭 )，通常会获得更多的资源投入 (Bakker et al.,
2019)。实证研究进一步表明，工作中心性较高的

个体会主动将更多资源 (如注意力、时间和情

感) 配置于工作中 (Carr et al., 2008)，工作投入水平

更高 (Bal & Kooij, 2011)。相反，家庭中心性较高的

个体则更可能优先向家庭领域分配个人资源 (Weer
et al., 2010)，这可能会阻碍其工作投入程度。

本研究中，工作与家庭被视作一个连续体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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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。主管与下属的工作−家庭中心性匹配状态分为

一致 (如双方都高或都低 ) 与不一致 (双方高低不

同) 两类。当主管与下属呈高−高匹配时，双方均

重视工作。下属会向工作倾斜资源，主管也致力

于提供工作支持，从而增加下属的工作资源。根

据 JD-R 理论，这通常带来较高的工作投入。若为

低−低匹配，则双方均更看重家庭，会将更多资源

用于家庭，从而制约工作投入 (Bakker et al., 2005)。
同时，家庭导向的主管对下属工作需求支持不

足，使其工作资源匮乏，进一步导致工作投入降

低。故提出假设 1：与主管与下属工作−家庭中心

的“低−低”匹配相比，“高−高”匹配情况下，

下属的工作投入水平更高。

基于 JD-R 理论，在高−低匹配情况下，下属

视家庭为生活的中心，在工作上分配的资源较

少，因此工作投入水平较低 (Wan et al., 2022)。尽

管以工作为中心的主管愿意为下属提供工作资

源，但主管的支持只是外因，以家庭为中心的下

属可能排斥主管提供的工作资源，因此工作投入

水平较低。相反，在低−高匹配情况下，以工作为

中心的下属工作自主性较高 (Gillet et al., 2021)，而

工作自主性是个体的一种重要的工作资源，有助

于提升工作投入水平 (Hakanen et al., 2008)。以家庭

为中心的主管虽然不能为下属提供工作资源，但

下属可以向组织中的其他成员寻求帮助，及时补

充工作资源。从实质上来看，工作−家庭中心的不

一致匹配意味着主管与下属对于工作和家庭孰轻

孰重的价值观念是不一致的，而工作投入主要受

自身价值观的驱动。据此提出假设 2：和主管与下

属工作 −家庭中心的“高 −低”匹配情况相比，

“低−高”匹配情况下，下属的工作投入度更高。

从主管与下属互动视角来看，主管的工作−家
庭中心性不同，对下属的工作连通行为和工作投

入的影响也不同。根据 JD-R 理论，以工作为中心

的下属具有较高的内在工作动机，更可能通过主

动的工作连通行为向主管寻求更多的工作资源

(Richardson & Benbunan-Fich, 2011)。主管给予的工

作资源会直接增加下属的工作投入水平 (Bakker &
Demerouti, 2007)。此外，由工作中心型主管发起的

工作连通行为，能够为下属工作资源的获取创造

便利条件，进而提升其工作投入水平 (Yang et al.,
2023)。据此认为，在“高−高”匹配模式下，价值

观契合的主管与下属均倾向于主动发起工作连通

行为，这有助于下属持续获取工作资源，从而提

升其工作投入。相比之下，在“低−低”匹配中，

双方均以家庭为重心，不愿在非工作时间处理工

作事务，因而连通行为较少，下属资源补充不

足，工作投入也相应较低。由此可见，工作−家庭

中心性的一致匹配强化了价值观的相似性，进而

增大其对个体行为与态度的影响。因此，“高−
高”匹配相较于“低−低”匹配，更能激发下属的

工作连通行为，并带来更高的工作投入水平。

当主管与下属工作−家庭中心性不一致时，价

值观的矛盾可能引发冲突，削弱相互支持。具体

来看，“低−高”匹配下，主管支持不足，但以工

作为中心的下属能够通过自主投入工作资源，并

通过工作连通行为对外寻求资源来增进工作投入

(李虎 等, 2025)。而“高−低”匹配下，下属本身工

作连通意愿低，制约了工作投入；即便主管提供

资源，也常因下属的价值观抗拒而被抵消，导致

整体工作投入水平低下。

综上，提出假设 3：工作连通行为在主管和

下属的工作−家庭中心一致性与工作投入间起中介

作用。

 2　研究方法

 2.1　被试

利用问卷网调研平台提供的样本服务功能，

采用主管与下属配对法，同时向主管和下属双方

在线发放问卷，施测时间为 2021 年 11 月。样本主

要来源于广东、北京等省 (直辖市 ) 的私营企业，

涵盖医疗、美容等多个行业。问卷调查采用主管

与下属分别作答的形式，主管问卷用于测量其工

作−家庭中心性，下属问卷则评估下属自身的工作−
家庭中心性、工作连通行为与工作投入水平。每

位主管平均匹配 3 名下属，通过分组编码实现数据

关联，填写时仅需输入个人编码，且双方无法查

看彼此作答内容。在剔除无效问卷后，共获得有

效问卷 516 份，其中包含 387 对主管与下属配对样

本，有效回收率为 73.02%。主管样本 (129 人) 中，

男性占 44.96%(58 人)；本科学历占 82.95%(107 人)；
26～45岁占 91.47%(118人)；工作 3年以上占 90.70%
(117人)；已婚占 90.70%(117人)。下属样本 (387人)
中，男性占 41.86%(162 人 )；本科学历占 80.36%
(311 人)；26～45 岁占 77.00%(298 人)；工作 3 年以

上占 82.95%(321人)；已婚占 85.79%(332人)。
 2.2　研究工具

工作−家庭中心性。采用 Carr 等人 (2008) 改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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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工作−家庭中心度量表，包括 5 个项目，代表性

题项如“我认为生活重心应该放在工作而非家庭

上”。采用李克特 5 点式计分，得分越高表明工作

比家庭越重要。本研究中主管与下属工作−家庭中

心性量表的 α系数分别为 0.90和 0.91。
工作连通行为。采用马红宇等人 (2016) 对

Richardson 和 Benbunan-Fich(2011) 量表的修订版。

该问卷共有 3 个项目，代表性题项如“我在非工作

时间查看与工作相关的网页、通知、公告等的频

率”。采用李克特 5 点式计分，分数越高表明工作

连通行为发生的频率越高，本研究中量表的 α 系数

为 0.77。
工作投入。采用 Schaufeli 等人 (2006) 修订的

UWES(Utrecht Work Engagement Scale) 简化版量

表，共包括 9 个项目，代表性题项如“我对工作充

满了热情”。该量表采用李克特 5 点式计分，分数

越高表明工作投入水平越高。本研究中量表的 α 系

数为 0.91。
控制变量。参照Matta等人 (2015)的观点，将性

别、年龄、学历和工作年限分别转化为性别相似

性、年龄相似性、学历相似性和工作年限相似性

(主管与下属得分差的绝对值)，并将其作为控制变量。

 2.3　数据分析

多项式回归是线性回归的扩展，用于描述和

建模一个或多个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非线性关

系。响应面分析在此基础上，进一步解决了“如

何利用这种关系找到最优解”的问题。针对本研

究数据的嵌套结构，采用跨层多项式回归与响应

面分析方法，检验主管与下属在工作−家庭中心性

上的一致性效应，并通过响应面图直观呈现结

果。在开展多项式回归分析之前，首先将两个自

变量的原始分数转换为标准化分数。随后，依据

Shanock 等人 (2010) 提出的差异判断标准，以两个

自变量标准化分数相差超过半个标准差作为不一

致的判定依据，并计算样本中不一致匹配所占的

比例，即基本差异率。若该比例低于 10%，则认为

变量间差异过小，不再适宜进行多项式回归分

析。表 1 结果显示：在全部样本中，主管与下属工

作−家庭中心性一致的占 44.96%；在不一致样本

中，主管得分高于下属的占 23.77%，主管得分低

于下属的占 31.27%，总体不一致比例为 55.04%，

高于 Shanock 等人建议的 10% 阈值。因此，本研究

数据满足多项式回归分析的前提条件，可进一步

开展分析。
  

表 1    主管和下属的工作−家庭中心性匹配情况

n 所占百分比(%) 均值(主管) 均值(下属)

主管>下属 92 23.77 0.54 −0.72

一致 174 44.96 0.20 0.29

主管<下属 121 31.27 −0.70 0.13
 

 3　结果

 3.1　共同方法偏差分析与验证性因素分析

为检验数据是否存在严重的同源方差问题，

本研究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判定。分析

结果显示，未旋转时第一个主成分的解释方差为

38.27%，未超过 40% 的临界标准，表明共同方法

偏差并未对研究结果造成严重影响 (周浩 , 龙立荣 ,
2004)。

进一步使用 Amos 软件对整体测量模型进行验

证性因素分析。结果表明，包含四个潜变量 (主管

工作−家庭中心性、下属工作−家庭中心性、工作

连通行为与工作投入) 的四因子模型各项拟合指数

均达到可接受水平。与各项竞争模型相比，该模

型拟合优度最佳 (见表 2)，说明四个研究变量具有

良好的区分效度。
 
 

表 2    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

编号 模型 因素 χ2 df TLI CFI RMSEA Δχ2

模型1 四因子 S; E; WI; WC 408.35 203 0.96 0.96 0.05

模型2 三因子 S+E; WC; WI 942.16 206 0.86 0.87 0.10 533.81***

模型3 二因子 S+E+WC; WI 1008.74 208 0.84 0.86 0.10 600.39***

模型4 单因子 S+E+WI+WC 1009.77 209 0.85 0.86 0.10 601.41***

　　注：S=主管工作−家庭中心性，E=下属工作−家庭中心性，WC=工作连通行为，WI=工作投入；*p<0.05，**p<0.01，***p<0.001，以下同。
 

 3.2　描述性统计

如表 3 所示，下属工作−家庭中心性与其工作

连通行为 (r=0.51, p<0.01) 和工作投入水平 (r=0.69,

p<0.01) 均相关显著；主管工作−家庭中心性与下属

的工作连通行为 (r=0.44, p<0.01) 和工作投入水平

(r=0.61, p<0.01)也均相关显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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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 3    变量的平均数、标准差和相关系数

变量 M SD 1 2 3 4 5 6 7

1.性别相似性 0.49 0.50

2.年龄相似性 0.30 0.79 −0.13**

3.学历相似性 0.10 0.60 −0.13* −0.07

4.工作年限相似性 0.27 1.00 −0.15** 0.28** 0.01

5.主管工作−家庭中心性 2.86 0.94 −0.03 −0.05 −0.12** 0.05

6.下属工作−家庭中心性 3.01 0.99 −0.02 −0.11** −0.08 −0.02 0.45**

7.工作投入 3.26 0.87 −0.01 −0.06 −0.10* 0.02 0.61** 0.69**

8.工作连通行为 3.16 0.84 −0.03 −0.09* −0.06 −0.02 0.44** 0.51** 0.52**

　　注：下属n=387，主管n=129。
 

 3.3　主管与下属工作−家庭中心一致性对工作投入

的主效应分析

本研究采用如下多项式回归方程进行分析：

工作投入=b0+b1S+b2E+b3S2+b4(S×E)+b5E2+e。
其中，b0 为截距，S 为主管工作−家庭中心

性，E 为下属工作−家庭中心性，b1 至 b5 为对应项

的回归系数，e 为误差项。

分析步骤依次为：(1) 模型 1：纳入性别、年

龄、学历与工作年限的相似性作为控制变量；

(2) 模型 2：在模型 1 基础上，加入 S 与 E 的一次

项，以检验两者匹配对工作投入的影响；(3) 模型

3：在模型 2 基础上，进一步加入 S2、E2 及 S×E，
以检验非线性与交互效应；(4) 比较模型 3 相较于

模型 2 的解释量 (R2) 是否显著增加，并对二次方程

的斜率与曲率进行显著性检验。

从表 4 可知，模型 3 调整后的 R2 变化显著，

即对于工作投入的解释量显著高于模型 2(ΔR2＝

0.01, p<0.001)，说明主管与下属的工作−家庭中心

一致与否对工作投入的影响是显著的 (Carter &
Mossholder, 2015)。三维响应面的拐点坐标为 (1.22,
5.39)，第一主轴为 Y=19.35−3.36X，第二主轴为 Y=
−0.38+0.30X。为了更加直观地展现数据结果，本研

究采用 Origin 2018绘制了三维响应面图形 (图 1)。
从表 4 模型 3 的多项式回归分析的结果来看，

沿不一致性线 (S=−E) 的截面显示：其斜率显著为

负 (b1−b2=−0.13, p<0.001)，曲率不显著 (b3−b4+b5 =
−0.10, p>0.05)。这表明，当主管与下属的工作−家
庭中心性取向相反时，下属的工作投入会随着不

一致程度的增大而线性降低。结合侧移量 (−0.62)
的分析，可以推断，在“低−高”匹配 (即主管以

家庭为中心、下属以工作为中心) 情境下的员工工

作投入水平，高于“高−低”匹配 (即主管偏向工

作、下属偏向家庭) 情境。沿一致性线 (S=E) 的截

面显示，斜率显著为正 (b1+b2=0.89, p<0.001)，曲率

显著为负 (b3+b4+b5=−0.16, p<0.001)，这表明，当主

管与下属的工作−家庭中心性取向一致时，下属的

工作投入呈倒 U型曲线变化。
 
 

表 4    多项式回归结果

变量
下属工作投入(WI)

模型1 模型2 模型3

常数项       3.30*** 3.27*** 3.41***

性别相似性 −0.00   0.00 0.02

年龄相似性 −0.06   0.01 0.02

学历相似性 −0.14* −0.01 −0.01

工作年限相似性 0.02 0.01 0.00

自变量

主管工作−家庭中心性(S)b1 0.41*** 0.38***

下属工作−家庭中心性(E)b2 0.50*** 0.51***

主管工作−家庭中心性的平方(S2)b3 −0.09**
主管工作−家庭中心性×

下属工作−家庭中心性(S×E)b4
−0.03

下属工作−家庭中心性的平方(E2)b5 −0.04**

ΔR2 0.00 0.16*** 0.01***

响应面分析

拐点坐标 (1.22, 5.39)

第一主轴 Y=19.35−3.36X

第二主轴 Y=−0.38+0.30X

一致性线(S=E)

斜率(b1+b2) 0.89***

曲率(b3+b4+b5) −0.16***

不一致性线(S=−E)

斜率(b1−b2) −0.13***

曲率(b3−b4+b5) −0.10

侧移(b2−b1)/[2×(b3−b4+b5)] −0.6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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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在统计上精确验证上述一致性线上的倒

U 型关系以及不一致性线上两种匹配类型的差异，

本研究遵循 Edwards 和 Rothbard(1999) 的方法，进

行了 Z-hat 检验。当主管与下属的工作−家庭中心

性保持一致时，工作投入存在一个统计上显著的

峰值 (顶点值 4.17 显著高于低点值 2.38)，从而严格

验证了一致性线上的倒 U 型关系。同时，检验也

直接证实了当主管与下属价值取向相反时，“下

属重工作、主管重家庭”的配置 (工作投入 3.52) 显
著优于“主管重工作、下属重家庭”的配置 (工作

投入 3.14)。以上结果可以从图 1 中比较直观地看

出，这些发现为假设 2的成立提供了坚实的证据。

 3.4　中介效应分析

参照 Edwards 和 Cable(2009) 的研究，本研究

将主管与下属的工作−家庭中心性整合为一个组块

变量，并以此为自变量，检验工作连通行为在其

与工作投入之间的中介作用。表 5 结果显示，工作

连通行为对工作投入的预测作用显著 (β=0.08 ,
p<0.01)，而组块变量对工作投入的回归系数也保

持显著 (β=0.94, p<0.001)。同时，组块变量对工作

投入的解释变异显著增加 (∆R2=0.003)，表明假设

3初步得到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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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 1       主管与下属工作−家庭中心性一致性影响员工

工作投入的响应面
 

运用 Bootstrap 法对工作连通行为的中介作用

进行稳健性检验。表 6 结果显示，工作连通行为可

显著正向预测下属的工作投入 (β=0.08, p<0.01)。同

时，主管与下属工作−家庭中心性构成的组块变量

不仅对工作投入的直接效应显著 (β=0.94, p<0.001)，
对工作连通行为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(β=0.74 ,
p< 0 . 0 0 1 )。此外，工作连通行为间接效应的

Bootstrap 95% 置信区间为 [0.01, 0.11]，不包含 0，
表明其中介作用成立。假设 3再次得到验证。

 
 

表 5    工作连通行为的中介效应检验

工作连通行为 工作投入

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

组块变量 0.75*** 1.00*** 0.94***

工作连通行为 0.72*** 0.08**

R2 0.51*** 0.85*** 0.49*** 0.86**

ΔR2 0.00**
 
 
 

表 6    组块变量对于工作投入的直接和间接效应检验

变量
工作连通行为 工作投入

β SE β SE

组块变量(一致/不一致的直接效应) 0.74*** 0.04 0.94*** 0.03

工作连通行为(控制块变量后) 0.08**

组块变量对于工作投入的间接效应 0.06*** 0.02

95%水平置信区间 [0.01, 0.11]
 

 4　讨论

 4.1　主管与下属工作−家庭中心一致性对下属工作

投入的影响

实证结果支持了研究假设 (假设 1 与假设 2)，

即下属的工作投入由自身与主管的工作−家庭中心

性共同塑造。具体来看，在主管与下属的中心性

匹配模式中，高−高配对组合下的下属工作投入，

显著高于低−低组合；同时，低−高配对下的下属

工作投入，也优于高−低配对的情况。基于 JD-R 理

论框架，在一致性匹配中，当工作导向的下属自

身已具备良好的工作资源配置，若其主管亦秉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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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中心价值观，则能获得额外的资源支持，形

成“锦上添花”之效，其工作投入也因此达到最

高水平。而在低−低匹配下，下属自身资源投入意

愿低，又缺乏主管支持，可谓“内外交困”，其

工作投入自然处于最低水平。在不一致匹配中，

下属自身的工作−家庭中心性起着主导作用：即便

难以获得家庭导向主管的支持，工作导向的下属

仍能通过其他渠道扩展资源，维持较高的工作投

入；反之，家庭导向的下属即使面对工作导向主

管的资源支持，也可能不愿接受此类“救济”，

导致其工作资源相对匮乏，投入水平因而偏低。

这一结论与佘卓霖等人 (2020)的研究是一致的。

 4.2　工作连通行为的中介作用

实证结果支持假设 3，即主管与下属工作−家
庭中心性的不同匹配模式会通过工作连通行为影

响员工的工作投入产生差异化影响。依据 JD-R 理

论，工作资源是工作投入的促进因素。与低−低一

致性匹配相比，在高−高一致性匹配下，员工拥有

强大的内在工作动机，对于主管价值观的认可，

可能会加重工作中心性对于员工工作连通行为的

驱动作用，得到更多的工作资源，故工作投入程

度会更高；在低−高匹配下，员工有强大的工作动

机，尽管不易得到主管在非工作时间内的支持，

但可以主动与其他人发生工作连通行为，以寻求

工作资源，故工作投入水平较高；在高−低匹配

下，以家庭为中心的员工工作动机不足，可能会

将主管在非工作时间内的工作要求视为干扰，难

于主动发生工作连通行为，工作资源匮乏，工作

投入水平较低。这一结论与主管与下属匹配理论

是契合的 (刘光辉 等, 2010)。
 4.3　研究意义与局限

本研究采用配对取样设计，系统地考察了主

管与下属工作−家庭中心性匹配类型通过员工工作

连通行为影响工作投入的作用机制及差异。首

先，基于二元互动视角，本研究发现，当员工与

其主管在工作中心价值观上呈现高度一致时，能

够显著提升员工的工作资源水平，进而促进其工

作连通行为并提升工作投入水平。这一发现突破

了以往研究仅从个体层面分析工作−家庭中心性影

响工作行为的不足，拓展了 JD-R 理论在组织情境

中的应用范围。其次，本研究发现，员工在非工

作时间内的工作连通行为会显著影响其工作投入

水平。这一发现为深入探究工作资源跨领域影响

工作投入的作用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，对完

善 JD-R理论体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。

本研究的结果为组织如何有效提升员工工作

投入水平提供了实践参考。基于上述结论，提出

以下管理建议：首先，组织可将工作−家庭中心性

作为人才选拔与团队匹配的一项重要参考维度，

并通过针对性的培训项目，推动主管与下属在以

工作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上达成一致，从而增强内

部价值观的协同性。其次，建议组织为主管与下

属之间的工作连通创造更便利的条件。例如，可

配备必要的无线通信设备与协同办公平台，保障

沟通渠道的顺畅。同时，应进一步完善远程工作

支持体系，使主管能够及时为员工提供工作所需

资源，进而促进员工的工作投入。此外，需注意

工作连通行为的强度与持续性。组织管理者应关

注员工是否长期处于高强度的工作连通状态，避

免因此加剧职业倦怠，反而对工作投入产生负面

影响。合理的边界管理与资源支持同样重要。

本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：首先，虽然本研究

发现工作连通行为可正向预测员工的工作投入，

与 Fujimoto 等人 (2016) 及 Ter 等人 (2016) 的结论相

符。但有研究显示持续高强度的工作连通行为会

随时间推移降低工作投入 (Ragsdale & Hoover,
2016)。这表明二者之间可能并非简单的线性关

系，未来可进一步检验其可能的非线性作用机

制。其次，本研究基于 JD-R 理论验证了工作连通

行为的中介作用。未来研究还可从认知−情绪−行
为视角，探索如情绪体验等中介路径。例如，主

管与下属在价值观上的一致可能增强员工积极情

绪，从而提升其工作投入；而价值观冲突则可能

通过引发消极情绪进而抑制工作投入。此外，在

研究方法上，尽管已采用主管与下属配对数据并

通过共同方法偏差检验，未来仍可通过纵向追踪

设计，在多个时间点收集数据，并结合客观绩效

指标，进一步降低共同方法偏差，提升研究的外

部效度。

 5　结论

本研究基于 JD-R 理论，基于双元视角分析了

主管与下属工作−家庭中心的一致性匹配对下属工

作投入的影响机制。研究结果表明主管与下属之

间的高−高匹配是员工作投入水平的最佳预测因

子；在主管与下属不一致匹配情况下，员工自身

的工作−家庭中心性比主管的工作−家庭中心性对

员工的工作投入更有预测力。工作连通行为在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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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与下属工作−家庭中心一致性对下属工作投入的

影响中起中介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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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ffect of Supervisor-Employee Similarity in Work-Family Centrality on Work Engagement:
Based on the Polynomial Regression and Response Surface Analysis

GU Meiqiao 1,  WANG Qian 2,  GUO Shasha 3,  XING Zenghua 3,  DING Guifeng 3

(1 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, The University of Akron, Akron    44325,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; 2  Commercial College, Huanghe

S & T University, Zhengzhou    450063; 3  Psychology Faculty of Education, Henan University, Kaifeng    475001)

Abstract

The  rapid  development  of  mobile  communication  technology  has  diluted  the  boundary  between  work  and  home,  and  work

connectivity behavior has become a common way for employees to work, which has an important impact on their work engagement.

Previous  studies  have  mainly  analyzed  the  factors  affecting  work  engagement  from  a  single  perspective,  while  the  present  study

explored how similarity between supervisor and employee in work-family centrality impacts employees’ work engagement based on

the  job  demands-resources  model.  Polynomial  regressions  and  response  surface  analyses  were  performed  using  a  sample  of  387

subordinates matched with their 129 supervisors. Results revealed that: 1) when both supervisors and employees held high work-low

family  centrality,  employees  engaged  more  in  their  work  via  work  connectivity  behavior;  2)  employees  who  had  high  work-low

family centrality  did more engagement  in their  work through work connectivity behavior  despite  their  supervisors  with low work-

high family centrality. This study breaks through the limitations of analyzing the influence of work-family centrality on employees’

work  behavior  from  a  single  perspective,  and  the  research  results  help  to  deeply  understand  the  antecedents  of  employees’ work

engagement and enrich the relevant theories of work-family centrality.
Key words    work-family centrality, work connectivity, work engagement, job demands-resources model, polynomial regressions

and response surface analyses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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